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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拉梅什·Ｋ．阿罗拉的官僚制研究

谭　　融

摘　要：拉梅什· Ｋ．阿罗拉是一位进行比较研究和生态研究的印度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他特别关注

马克斯·韦伯和弗雷德·Ｗ．里格斯的官僚制研究，尤其关注官僚制研究中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归

纳韦伯的制度研究方法、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研究方法和发展行政研究方法，可以为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提供基于
“模式”和“焦点”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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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梅什·Ｋ．阿罗拉（Ｒａｍｅｓｈ　Ｋ　Ａｒｏｒａ）是一
位进行比较研究和生态研究的印度政治学家和公

共行政学家。他在官僚制研究中关注研究方法和
理论框架的建构，认为由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缺
少一种共同范式，因此，在理论建构中出现了概念
多元化的现象。他提出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中三种
重要的研究方法：第一是马克斯·韦伯的制度研
究方法；第二是弗雷德·Ｗ．里格斯（Ｆｒｅｄ　Ｗ
Ｒｉｇｇｓ）的行政生态研究方法；第三是发展行政研
究方法。此种对研究方法的分类给比较公共行政
研究提供了基于“模式”和“焦点”的研究视角［１］
（Ｐ２），与美国比较公共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和
公共行政学家德怀特·沃尔多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有某种一致性。

一、关于理论模型的建构

阿罗拉提出，卡尔·Ｗ．多伊奇所定义的模式
是“一种与现存结构或过程中相关要点相一致的
符号结构和行为规则”［２］，里格斯对此持相同的
观点。然而在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中，“模式”一词
却是在一种“不严密”的意义上使用，仅试图用它
去发展和定义概念、形成假设。［３］（Ｐ１１４）阿罗拉认
为，有时“模式”和“理论”可以交换使用，一般而

言，“理论”比“模式”更为复杂，如里格斯在研究中
用命题来建构“模型”，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分
析的有用性”两方面加以评价。而“理论”则由假
设所形成，“目的在于解释在真实世界中所获得的
关系模型”。尽管“理论”也要求逻辑的一致性，但
要通过经验资料去检验其真伪。［４］（Ｐ１０６－１０７）
阿罗拉提出，社会科学模型的设计有助于人

们理解人类行为和进行实证调查，有助于研究者
搜集和梳理材料、假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可以通
过将变量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概念化去服务于教

学。他指出，里格斯和其他几位学者注意到建构
模型对于理解社会事实的重要性，他们采用更加
切合实际的模型去取代不太现实的模型，区分归
纳模式（“形象描述”）和演绎模式（“理想”类型），
推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１］（Ｐ３４）阿罗拉认为，里
格斯对比较公共行政研究趋势的分析，便是对比
较公共行政的分类研究所进行的各种尝试。
阿罗拉提出，在比较公共行政及其官僚制的

研究中，常常会注意“结构”和“功能”的问题。如
费勒尔·海迪主张从结构特征的角度去研究官僚
制，认为官僚制是大量组织结构的连续体，通过对
不同结构轮廓的了解去实现比较官僚制的目的。
［５］（Ｐ１８－１９）阿罗拉认为，一种行为模式在特定的
组织背景下可能是病态的，但在另一种背景下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ＢＺＺ０１４）；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１１＆ＺＤ０７２）。

作者简介：谭融，南开大学（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６



可能是“理性的”和“功能性的”。官僚制的病态行
为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中可能有不同的起因。在西
方官僚制中，可能起因于过度趋于理性；而在非西
方国家，则可能起因于缺少理性。因此，从比较的
视角研究官僚制，可以将特有行政生态背景下“理
性的机构”和“病态的机构”视为官僚行为的基础，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特殊官僚体系，并
有助于探讨特殊社会环境下官僚系统所追求的发

展目标的特征和功能。阿罗拉提出，在“现代化”
国家中，官僚与目标设定和目标达成过程之间的
密切联系，带来了官僚与其他政治制度成分的密
切关系。海迪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发展中”国家
的公共官僚比“发达”国家可能更加具有多功能
性。［１］（Ｐ８６）阿罗拉认为，“结构性”研究方法的采
用较多地依据韦伯的理想模型，而“功能性”研究
方法则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关注行政行为的后果。
尽管这两种方法彼此互补，但功能性研究方法比
结构性研究方法更具生态性，因为前者研究了官
僚制的行为特色和结构特征是怎样“功能”地与整
个社会制度相联系的。［１］（Ｐ７１－７３）
与海迪的看法相同，阿罗拉视官僚制研究为

中观的概念建构，在他看来，马克斯·韦伯“理想
形态”官僚制模型的建构是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中
独特的和最为重要的概念框架。这一模型着眼于
官僚制的结构特征，包括等级制、专业化和理性的
组织结构等，还探讨了官僚系统与政治系统及其
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经济、社会、文化
系统与行政系统间的关系。诸种研究方法被用来
研究跨文化背景下官僚系统所发挥的作用，由此
而引发了官僚制比较研究中的生态观，尤其是里
格斯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行政

系统的社会环境结构，而非行政系统本身。

二、关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研究
和模型建构

　　阿罗拉认为，马克斯·韦伯理想模型的建构，
是“将历史生活的某些关联和事件联系到一起构
成一个综合体，将之设想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
在本质上，此种模型像乌托邦，通过分析和强调现
实中的某些成分所得出”，“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
凭经验都找不到”。［１］（Ｐ５１）马克斯·韦伯建构理
想模型的方法与其对社会现象的比较分析紧密联

系，通过比较提取共同特征，而对共同特征的表述

则需要通用的概念。韦伯承认在比较的过程中，
需理解社会秩序中法规的因果成分和影响，这导
致他研究历史案例。此种案例和历史经验成为他
建构模型的“关键性实例”。他将其理想模型的概
念带入特定案例，去接近特定的、复杂的历史现实
［６］（Ｐ５９－６１），由此表达他理想模型“表意的”和“通
则的”的内涵。阿罗拉注意到，在马克斯·韦伯关
于权力和权威的论述中，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制度
化与实施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承认权威关系
中融合了习俗、偏好、物质利益或理想动机等因
素。无论怎样，权力的牢固基础都要求一种稳固
的关系秩序。［７］（Ｐ１５２－１５３）
阿罗拉认为，在韦伯的分析中，官僚制被视为

行政运作中能够取得效率的最理性的工具，但韦
伯官僚制理想模型的建构因其静态性，而没有包
含不同生态情势下理性的表现和后果的内容，表
明韦伯的分析局限于理想形态，而非解释现实境
况。［１］（Ｐ６５）尽管如此，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模
型仍然是权力系统背景分析的结果，他根据行政
系统运行的社会环境来思考不同类型行政系统的

性质，其研究具有生态性，正是此种生态观提升了
韦伯的分析框架在跨文化行政研究中的适用性。
韦伯在其历史研究中证明社会制度诸种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能引起权力系统与其行政人员的

“混合”。此后一些学者进一步证明了权力与行政
关系的结合，扩展了韦伯的研究成果。［１］（Ｐ７２）
阿罗拉认为，“官僚制”一词可以有两种解释，

当采用韦伯式的分析时，是指合法—理性权力系
统的行政人员。当用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时，则
指当代国家的行政制度。如今官僚制概念的模糊
和不确定性源于此，反映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双重
性。阿罗拉对韦伯关于行政人员的“中立性”问题
加以分析，认为韦伯认识到官僚和政治领导人二
者的过度权力均可能造成功能障碍，主张政治家
和官僚间权力的平衡，尽管此种平衡很难实现。
韦伯认识到将行政从政治实践中分离出去极其困

难；同样，从目标实施过程中分离出目标决定过程
也很难。如果没有文官，民主会因为分赃制、公共
浪费、无规律和缺乏技术效率而苦恼。同时，对官
僚加以控制具有必要性，因为“官僚也可能在政体
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来运行”。要有效
地控制官僚十分困难，因为官僚掌有专业知识，致
使行政功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在韦伯看来，政
治系统控制官僚最重要的办法是议会对政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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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控制。［８］（Ｐ４５２）基于韦伯生活的时代，他始
终不喜欢被任何特殊群体垄断的政治制度，而崇
尚各种制度成分相互制约的制度结构。他倡导政
治与行政的分离，但也意识到在现实中有很大困
难，承认政治家与官僚间的竞争是合法理性政体
的普遍特征。韦伯认为，“民主国家需要有效的官
僚制，但也会被官僚制所威胁”，主张“通过扩大人
民参与治理的基础”来平衡社会与政治制度。［１］
（Ｐ９５）阿罗拉对之作了深入的解析。

三、关于弗雷德·Ｗ．里格斯的官僚制研究
和行政生态观

　　里格斯是美国行政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也
是进行比较政治研究的著名学者。阿罗拉对其理
论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马克斯·韦伯的理
论观点相比较，并提出，与韦伯相同，里格斯同样
关注行政结构与社会制度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

用，但他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认为发展中
国家的社会制度具有“高度的多功能特征”，且发
展中国家的行政结构较少具有严格的“行政”功
能，而更多地具有各种“超行政”的功能。由于发
展中国家的官僚制“如此远离合法－理性的模式
和纯粹的传统模式，以至于在‘纯粹’两分法结构
的帮助下研究他们会产生误导的结果”［１］（Ｐ１０２－
１０３）。里格斯认为需要建构一种新的概念范畴来
研究“原始”与“现代”结构特征混合的社会［４］
（Ｐ７３），其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将公共官僚视为社会
的基本制度之一，在官僚制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
的关系背景下去理解官僚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１］（Ｐ１０５－１０６）
阿罗拉注意到里格斯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中所

关注的“形式主义”问题，研究“形式上的规定与实
践之间、规范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或一致的
程度”，两者间较为一致处为“现实主义”，两者间
不一致处则为“形式主义”。“形式与实际之间差
异越大，制度就越是形式主义的”。［９］（Ｐ９１－９２）里
格斯认为，融合型（传统社会）和衍射型社会（工业
社会），现实主义程度较高，而棱柱型社会（过渡型
社会）则具有较高程度的形式主义特征。在棱柱
型社会中，行政人员的行为常常不符合法律法规，
尽管他们可能会在表面上遵守一些书面上的法

律。通常他们会遵守法律规则中的技术性规定，
而忽略一些与总目标有关的规定。形式主义行为

由“缺乏实现计划目标的压力、指导官僚行为的社
会权力脆弱、以及对专制管理的巨大放任”所造
成。［１０］形式主义的动机可能源于行政人员的自
然“素质”或在特殊形势下得到的贿赂。因此，在
总体上，形式主义与官员腐败过程结合在一起。
根据阿罗拉的理解，里格斯在其著述中提出

了当代政体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合法化。为
了使政府有效地运行，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认
可。第二，稳定与平衡。政府为了自制与廉正，应
该受到相应权力的制约。第三，能力。政府应该
有能力制定和实施实现预期变化的政治决策。［１］
（Ｐ９５）阿罗拉认为里格斯的思想融入了韦伯的思

想。里格斯说，当合理、稳定、平衡的权力存在于
官僚和宪政制度之中时，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政府
为“平衡政体”。当一个政体同时存在“合理”和
“平衡”两个结构条件时，在宪政制度和官僚之间
便拥有了平衡的权力。依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现代化”与民主多元化不可能与“平衡”高度正相
关。如科威特尽管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却
没有一个平衡的政体；而印度和菲律宾尽管经济
发展水平很低，却似乎拥有平衡的政体。尽管如
此，阿罗拉认为，里格斯的分析仍留下了这样的印
象：一个政府越是“现代”或多元，就越有机会拥有
一个平衡的政体。［１］（Ｐ８９－９０）
里格斯对不平衡的政体加以分析，提出：“政

党控制的政体盛行政治分赃，政党工作者和支持
者在官僚体系中占据关键职位，尤其在广泛的中
间层次包括局、部和代理机构的领导职位从事官
僚体系中几乎所有专业性工作。”“此种安排可能
强化政治组织，也可能导致政府行政绩效的下
降。”“一种不受约束的分赃制能够减少政治制度
的‘合法性’和可信性”，“持续的政府无效将导致
大众的犬儒主义和异化”。［１］（Ｐ９１）尽管如此，里格
斯依然强调政治的首要性和对官僚的控制。针对
里格斯的观点，阿罗拉认为，比较公共行政的大多
数学者，由于受到西方文官“中立”传统的影响，很
难接受政治影响官僚的思想。他认为，应该认识
到区分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困难，尤其是当政
治领导人不得不依赖于专家时更是如此。莱因哈
特·班迪克斯则强调，不应将自由裁量权与权力
的滥用混为一谈，基于“新”国家中政治结构的状
况，可以想见，官僚即使没有很强的权力欲，依然
能靠作为专家的身份和“现代化”的见解在政治系
统中赢得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拥有许多最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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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持有职业性的价值取向，这些偏好提升了
他们的责任感。因此，阿罗拉等美国学者认为，与
其他机制一样，官僚能够代表公众，也能对公众负
责。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一些国家发展的特殊
阶段，有可能“官僚制政体”比“政党控制”的政体
更有助于保持政治稳定。［１］（Ｐ９４－９６）

四、对韦伯、里格斯官僚制理论的超越

阿罗拉认为，在比较公共行政领域，一些基本
的概念建构忽视或低估了动态因素，不能充分解
释变动环境下行政系统迅速变迁的动因。［１］
（Ｐ１４１）阿罗拉赞同里格斯的跨文化生态研究，但他
认为，应该在注重研究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
作用的同时，注重研究相互作用背景下的社会与
行政变革。将生态观与对新问题的感知相结合，
以行政生态为重要变量，关注行政生态过程中的
利益关系等问题。阿罗拉认为，马克斯·韦伯官
僚制理论中渗透着一些美国行政思想理念，但在
总体上，他对官僚制的分析源于官僚制对德国的
政治和行政制度具有极大影响的时期。这一时
期，德国的官僚制结构显现出等级制、专业化和职
业主义特征。韦伯视官僚体系为国家的仆人，视
行政系统为“稳定的国家”系统，显现出德国的行

政国家思想和国家观。阿罗拉认为，跨文化、跨时
段的研究使韦伯的行政分析具有某种生态特征。
他研究激励官僚制发展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
同时研究在传统和魅力权力系统背景下行政人员

的类型，分析不同环境背景对行政结构的影响；也
探讨政治制度与行政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并支持
两者间保持平衡性的观点。由此对韦伯的行政分
析得出结论：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态性的，研
究推动官僚制发展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分析
官僚制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社会、
文化和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第二，一定程度上具
有目标取向，承认影响官僚制行为的社会目标的
存在；第三，关注现代化问题，但仅仅是一种观察
者的视角，而非真正关心官僚系统如何推动社会
变革；第四，在方法论上是跨文化的，但所提出的
官僚制模式更适合衍射型社会，而非棱柱型社会。
阿罗拉认为，比较公共行政研究要致力于建立一
种跨文化分析的生态和发展模式，超越美国公共
行政理论和韦伯式分析的局限［１］（Ｐ１７２－１７５），使对
官僚制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从
而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阿罗拉在对韦伯和里格
斯官僚制理论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韦伯和里格斯的理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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